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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孜别克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随着兴边富民行动的推进、“一带一
路”战略的深化，学术界对于乌孜别克族的研究，关注度更高。文章梳理了近年来学术界
从人口文化构成、史学研究、经商传统及城市化、语言使用等方面对中国乌孜别克族的研
究成果，基于此，试图探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乌孜别克族的发展在促进“一带
一路”建设，特别是助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双边合作方面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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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及人口的文化构成 

(一)人口。乌孜别克族，是从中亚迁入我国的民族，也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因其人

口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被称为“城市民族”[1]。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统计，现有人

口12742人。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中90%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少数人口居住

在农村或牧区。主要分布在南疆的喀什、和田、莎车、叶城等地；北疆的乌鲁木齐、伊

宁、木垒、奇台等地。在城市的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族、汉族等其他民族杂居或散居，牧

区的乌孜别克族大多与哈萨克族杂居。乌孜别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塔尔语、甘肃的西部裕固语、青海的撒拉语等属于同一个语

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与中华各民族产生了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了中华民

族共同体之中。 

（二）人口的文化构成。人口的文化构成是指人口中受各种文化教育者的数量和比

重，它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教育普及和发达程度，是衡量人口文化素质的重要标

志。[2]乌孜别克族有着重视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

查显示，乌孜别克族71.23％的人口居住在城镇，由于城镇化程度高，教育资源相对丰

富，文化教育普及较早，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是中国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之一。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以后，人口文化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巴哈尔在《新疆乌孜别克族人口的文化构成特点》一文中，依据人口普查资料及数

据，对新疆各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对比研究。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资料显示，每万人口中大学、高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分别为937人、1846人、

2545人和3385人[3]。与1982年相比，各类文化程度人口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增幅最大

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2.95倍。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573人，占5.44％,高于新

疆全疆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0.85和3.12个百分点;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560人,占

5.31％,高于新疆全疆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3.7和4.2个百分点,高于汉族3.03个百分点。与

全疆各民族比较,乌孜别克族人口文化素质在全疆各民族中是较高的。从民族自身发展

看，乌孜别克族的文化水平提高较快。2000年乌孜别克族有文化人口比1982年提高了

17.37个百分点，比1990年提高了7.06个百分点。乌孜别克族每万人中各类文化程度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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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拥有量，在全疆各民族中也是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每万人口中拥有各类文化程度人口

为8713人，比全疆平均水平多436人，比全疆少数民族平均水平多708人。其中每万人口中

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937人，高出全疆平均水平424人；高出少数民族平均水平

663人，比全疆平均水平高2.5倍，比少数民族平均水平高3倍多[4]。乌孜别克族文盲人口

比重较低,不仅低于7.72％的全疆平均水平,更低于8.72％的少数民族平均水平。 

乌孜别克族在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在业人口的17.57％。其中受过高等教育

的在业人口比例分别高于全疆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9.52和13.18个百分点。脑力劳动者比

重为34.51％,是全疆平均水平14.31％的2.41倍,是少数民族平均水平6.07％的3.66倍[5]。 

综上所述，非农业人口多、城镇化程度高、重视教育的传统等方面因素是形成乌孜别

克族人口整体文化水平较高的根本原因。 

二、史学研究 

中国国内学者对中国乌孜别克族的研究始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

的少数民族大调查，为研究乌孜别克族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6]。20世纪50至60年代，乌孜别

克族的史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主要是简史简志合编和调查史料。资料

的采集多来源于传说，文献史料运用较少，研究方法较为简单，研究内容单一。1958年9月

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赴各地进行调查的通

知》，确定新疆地区要完成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满、蒙古、

塔吉克、塔塔尔、达斡尔等11 个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

乌孜别克、锡伯、塔吉克、塔塔尔等7个民族的《简史》和《简志》工作。随后调查组“在

乌孜别克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收集了各方面的有关材料。”[7]在民族识

别、民族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63年编写了《乌孜

别克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这是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乌孜别克族历史的史书，为后人

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至今，乌孜别克族史学发展迅速，史学成果大量涌现，出

现了一批学术价值颇高的史学专著和研究论文。《乌孜别克族简史》是卡德尔·艾克帕尔

（乌孜别克族）用维吾尔文撰写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办公室

审定，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参考的是《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文

库之三概览编》
[8]
。《简史》搜集了丰富的史料，加重了对乌孜别克族建国前的历史的叙

述，“第一章通过大量的史料介绍了乌孜别克族古代先民活动的地域、乌孜别克族的形成”
[9]。罗建生的《乌孜别克族》，采用章节体对乌孜别克族的族源族称、历史、生活习俗、婚

姻家庭、宗教信仰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情况作了介绍。[10]赵小刚的《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

化研究》[11]，从社会演进、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论述了现代乌孜别克

族与其他民族互动交往的关系，为研究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意义。阿利亚·吉力力的《乌孜别克族新疆木垒县阿克喀巴克村调查》，将研究视角放在阿

克喀巴克村，通过一个点的研究折射出新时期新疆乌兹别克族在社会变迁中的巨大变化。另

有专题性研究论文：《新疆乌孜别克族民间信仰研究》《乌孜别克族伦理思想概论》等[12]。

从整体上看，这个阶段对乌孜别克族的研究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研究成果丰富，不仅出现

了系统的乌孜别克族史学著作，还涌现出了一批从事乌孜别克族研究的专业科研人员。多采

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开展研究，研究的内容向专题研究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研究的

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从单纯的历史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经济文化、伦理思想、社会文化、民间

信仰等方面。 

三、经商传统及城市化 

(一)中国的乌孜别克族人口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主要基于该民族自古以来善于经商的传

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从中亚内迁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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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域外乌孜别克人因经商而大批进入新疆。这一长时期、大规模的商业移民

浪潮形成了中国乌孜别克族的主要来源。至今，新疆乌孜别克族的居住格局、经济文化类

型、社会行业构成等仍保留着当年移民的影响。据记载，明朝洪武二十八年（1364年），

撒马尔罕城的东门曾称为“中国门”，该城有一条横贯全城的商业街，每年春季满载货物

的中国商人从此门进入[13]。在15世纪钦察汗国的首都撒莱,最受欢迎的商品是中国的丝

绸。16世纪以后,每个乌孜别克汗王都有铸币权,说明了当时商业的繁荣程度。 

不论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以商队的形式往来于中亚和新疆之间，还是19世纪末叶以

后，从事商业活动的乌孜别克族开始出现了坐商、行商和小商贩的分化。总之，在各个历

史时期，乌孜别克族都以善于经商而著称。当时民间有句谚语：“十个俄罗斯人不如一个

犹太人,十个犹太人不如一个乌孜别克人”[14]。1921年乌鲁木齐贸易圈内共有俄籍正户101

户，附户500多户，附户指乌孜别克等民族[15]。 

历史上，乌孜别克族手工业也较发达，比较集中和发展的地区是莎车，其中绝大部分

是丝织业。据文献记载，清末民初，仅莎车一地就有乌孜别克族的丝织手工作坊 200余

家，成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但由于丝织手工业的原料收购和产品推销

直接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一度兴盛的乌孜别克手工很快便走向衰落。得以保存下来

的仅仅是手工刺绣，如小花帽等，大多属于家庭副业生产性质。 

以畜牧业为主或兼营牧业的乌孜别克族人数较少，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的木垒、奇

台、新源、昭苏、巩留、特克斯、尼勒克、伊宁和塔城等地。从事农业的乌孜别克族，大

多分布于南疆的喀什、莎车、巴楚、阿克苏和北疆的伊宁等大城市附近。在与当地维吾

尔、哈萨克族人民交往交流中，各民族之间生活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已经逐渐形成了许多彼

此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特点。 

乌孜别克族在新疆的商业活动奠定了其人口的城乡分布格局。至今，乌孜别克族人口

大多散居在伊宁、喀什和乌鲁木齐三大城市。 

（二）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是全国唯一的乌孜别克民

族乡，也是一个居住分散、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贫困乡。1981- 1985年人均收入一直徘

徊在80元左右，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公路，没有一所医院，看病至少要走20公里到[16]。

木垒县80%以上贫困人口居住在牧区。为使牧民摆脱贫困，木垒县实施了定居搬迁工程。

对于牧民而言，移民搬迁是一种经济类型的改变，更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和自我的文化转

型与变迁。作为实施搬迁的主体，政府采取了“ 一打破三统一，四先四后四当年，四通

四有四配套的原则[17]。牧民们经历了由不适应到逐步适应的过程，并显现出愿意主动适应

的迹象。已适应定居模式的牧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开始种植天山白花豆等特色农产品，

搞特色养殖等。不少有经济头脑的牧民将眼光投向了赚钱更多的种草行业。他们的身份也

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传统的“牧民”。除了农业，一

些牧民还将目光投向三产。在政府倡导的定居搬迁中，牧民们没有选择家庭整体搬迁的激

进做法，而是采取大家搬到山下务农、小家仍在山上放牧的方式，既保留原有牧业文化传

统，又便于适应新的生计方式，这可以看作是牧民对不明朗前途的一种策略性应对。 

四、语言使用情况 

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情况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语言国情调查是我国语言工

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18]。阿达来提以我国三个乌孜别克族

相对聚居的地区，伊宁市、喀什地区和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作为调查点，对乌兹

别克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她认为我国乌孜别克族已经基本不使用母语，乌孜

别克语不再是乌孜别克族日常工作学习及生活中的交际工具，也已经基本失去家庭内部语

言的地位。从乌孜别克语的使用范围、使用人数、使用群体及使用场合等方面说明，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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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乌孜别克语已经成为了具有典型特征的濒危语言之一。在伊宁和喀什地区的中青年

中，主要使用维吾尔语和汉语；在老年人群中，主要使用乌孜别克语和维吾尔语。在木垒

县乌孜别克民族乡的中青年中，主要使用哈萨克语和汉语。他们能熟练使用哈萨克语，成

为了第一语言。那么，探究乌孜别克语言使用多样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历史发

展进程中已经形成的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相对固定的互嵌式的居住格局，为

语言的转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二是伴随着婚姻观念的转变，乌孜别克族与外族通婚的现

象相当普遍，这对本族语言的使用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三是乌孜别克族在传教经商的漫长

历史进程中，不仅对推动我国与中亚及世界各国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

献，并且基于相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传统观念，在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长期的交

往交流中，形成了良好的民族关系，这也是语言发生转用的重要因素[19]。 

五、中国乌孜别克族的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2013年我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3月，国家在“一带一路”规

划布局和愿景行动中，正式把新疆确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境内段核心区，为新疆扩大

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乌孜别克族人口分布最多的新疆，有长达

5600公里的边境线，与多个国家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可

以便捷地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往交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既是桥头堡又是大后方，并因其独特的地缘文化圈资源成为了“一带

一路”建设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区位支点。新疆众多民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宗教

信仰上具有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交融。相似的宗教信仰使得新疆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软

实力。在“一带一路”这条以经贸、文化交流为主的国家之间的“时空廊道”中，国家的

边疆处于中心。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是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新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和作用”[20]。而生活在这条绵长边境线上的乌孜别克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

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在“互嵌”式的居住社区环境中，形成了与各民族在文化

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21]，形成了和睦相处、和衷共济、

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为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者，国内外的乌孜别

克族虽分属不同国家，但他们同根同源，地理毗邻、语言文化相通，宗教信仰相同。这种

族群意识维系着民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族缘与亲缘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二者的

内部认同。这种认同跨越疆域和族际边界，使得国内外的乌孜别克族在人员往来、经贸合

作、文化交流、通婚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结。这种深植于亲密关系之中的文化认同，为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文化对话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民心相通的基础。必然

在实践“一带一路”丰厚内涵、展现“一带一路”积极效应、诠释“丝路精神”中发挥不

可或缺的示范作用。新疆与邻国之间“民心相通”的基础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

地区高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为重点[22]，以形成区域乃至全球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从而推动世界新一轮的开放演

进为目的。因此，各民族在相互理解、交流互鉴基础上和谐相处，才能促进一带一路目标

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愿景的达成。 

（三）新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分享中国社会治理成功经验的前哨站[23]。尽管“一

带一路”建设聚焦产业、贸易、金融、能源领域，但其所传递的制度、思想与理念绝不仅

仅止于经济发展层面。中国诸多关乎社会变革、国计民生的有益探索，如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重塑社会核心价值、消除贫困落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贯彻发展理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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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等，必将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全球共享。基于民族间的密切往来与政府间

的频繁交流，民族地区将成为分享中国国家和地方社会治理成功经验的第一线。 

（四）同源民族在增进各国政策沟通方面存在显著优势。在这方面，除了发挥政府和

外交人员的主体作用外，同源民族也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是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的软力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认可和信任。同源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对

政策理解透彻，政治素质过硬，大局意识强，在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上有着无可比拟的

优势。在同源民族“参与式发展”的过程中，既能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展开，又

能实现同源民族自身的发展。 

（五）重要的成功实践。从“一带一路”构想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全面开

启，新疆核心区建设已从构想走入现实，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24]，在共商

共建共享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历史上有着久远的友好

交往的历史，古丝绸之路给中乌两国带来了深厚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这是中乌友好合作、

共谋发展的历史基础。2022 年 9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和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总统

在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中指

出，“中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0 年来，双方在政治、外交、经贸、人文等领域建立起高

效协作机制。基于双边合作的高水平，以及两国在共同关心领域进一步开展全面合作的意

愿，双方决定进一步深化亲密友好、休戚与共、共享繁荣的新时代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25]。 

六、结语 

笔者对中国乌孜别克族的人口文化构成、史学研究、经商传统及城市化、语言使用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性的阐释。站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化背景下，提出了同

源民族及地区在文化传播与共享、中国治理经验输出、经贸往来、构建命运共同体等方面

凸显的文化功能。“一带一路”建设是对以西方权力话语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纠正，同

源民族和所属的地区则以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事实深刻诠释了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

精神。为“一带一路”建设向更深层次推进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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